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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鹏简要回顾了《科学通报》1954 年 12 月号发表的《物种与物种
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之译文的翻译过程、转载以及在
1950 年代的中国科学界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该译文与胡先骕编著的《植物分
类学简编》一书之间的某些联系，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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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森科(Т． Д． Лысенко，1898 ～ 1976 年)，乌克兰人。1935 至 1964 年，受当时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打着
园艺学家米丘林(И． В． Мичурин，1855 ～ 1935 年)的旗号，把主要成长发展于西方国家的遗传学、育种学，以
至于整个生物学当作敌对的资产阶级产物，加以批判和消灭，“创造”出他自己所谓的“米丘林遗传学”。1948
年 8 月，在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上，李森科所作的“论生物
科学现状”的报告是全面声讨和消灭遗传学的宣言。李森科在学术上的反科学统治和政治上的残酷镇压，伴随
着苏联科学界不断反抗与斗争。李森科曾两度(1939 ～ 1955、1961 ～ 1964 年)窃取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
职位，经过 30 年的几经反复，终于随着继斯大林之后仍支持他的赫鲁晓夫的垮台而销声匿迹。然而，苏联的遗
传学以至生物学和农学，经历了多次摧残，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科学史上称这一全过程为“李
森科事件”。详见参考文献［1］。
1952 年底，由前苏联植物学家苏卡切夫(В． Н． Сукачeв，1880 ～ 1967 年)担任主编的
《植物学杂志》(Ботан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发起了一场针对李森科①于 1950 年发表的《科
学中关于生物种的新见解》文章的学术批判。我国科学界对于这样一场规模较大、历时
近 4 年的学术争论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科学出版社从 1954 年 10 月起，以“关于物种与物
种形成问题的讨论”为题，用论文集的形式，陆续译载这一方面的文章［2］。1954 年 12 月，
在我国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科学通报》，全文刊载了罗鹏、余名仑翻译的前苏联《植物学
杂志》1954 年第 2 期的编辑部文章《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
务》(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е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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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 年 9 月 22 日罗鹏
在家中接受访谈(冯永康摄)
Дальнейшие Задачи)之译文 (以下简称《译文》)［3］。这是在
我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
论”的文章。
该《译文》的发表，在当时我国处于全盘学习苏联的“一边
倒”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中国科学界主要是生物学界激起了
不小的狂澜。
笔者通过对参与该篇《译文》翻译的主要当事人罗鹏
(图 1)的多次访谈，并结合对有关文献的反复查证，就《译文》
发表前后的一些重要史实，特别是《译文》对“青岛遗传学座谈
会”、“鲍文奎的多倍体育种”和“胡先骕编著的《植物分类学
简编》”的影响，试作如下的回忆笔录。文中标题、插图、随文
注、下脚注与参考文献均由访谈整理人增补。
罗鹏，1926 年生，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四川大
学生物学系主任。四川省遗传学会名誉理事长，四川省首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1948 年
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植物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1997 年退休。在国内外
首创油菜孤雌生殖的遗传育种研究，其中“油菜孤雌生殖诱发研究”曾获 1978 年全国科
学大会奖。1991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受访人:罗鹏
访谈人与整理人:冯永康、张钫
访谈时间:2013 年 6 月 17、27 日，7 月 2、15 日，9 月 22 日
访谈地点:成都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罗鹏教授家
1 罗鹏是《译文》的第一译者
冯永康(以下简称“冯”):罗老师，今天来主要想请您谈谈与您有关的一段学术经历:
《科学通报》1954 年 12 月号刊发了一篇译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
今后的任务》，您作为该篇文章的第一译者，能谈谈与此有关的一些往事吗?
罗鹏(以下简称“罗”):好的!事情已经过去将近 60 年了，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还留有
一些片断的记忆。
冯:请您先谈谈，您是怎么选择了这样一篇《译文》?
罗:那我就得先谈谈在《译文》翻译之前，与之相关的一段学习经历。
1950 年 9 月，我作为一名植物学助教的青年教师，被四川大学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
学研究班学习俄语(其中一年专学基础俄语，半年学习专业俄语) ，在此期间通过自身刻
苦努力打下了比较扎实的俄文功底。
1952 年 2 月，由于当时哈工大没有生物学方面的苏联专家，我便向校方提出申请转
学到北京农业大学，作为进修生继续学习“达尔文主义”和“遗传与育种”理论。在此期
间，得到娄成后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出版了我在哈工大研究班时与同班同学郝水先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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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翻译的《植物生理学实验教学法》［4］。稍后，我参加了 1952 年 10 月在北农大举办
的、由前苏联专家 А． П．伊万诺夫(А． П． Ивано＇в)主讲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遗传选种
及良种繁育讲习班”①。讲习班学习的全过程都由苏联专家用俄文讲授，谢潜渊担任翻
译。
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也为我在这之后能继续独立阅读和研究俄文学术期刊，编写高
等学校生物学的教学用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冯:请您谈谈从北农大结业回到四川大学后的执教情况?
罗:1953 年 3 月，我从北农大讲习班学习结业回到四川大学后，按照当时中央教育部
颁布的高等学校新的教学计划，在四川大学生物系开设了“达尔文主义”和“米丘林遗传
学”的课程。我通过阅读一些苏联的学术期刊，钻研苏联学者 Н． В． 杜尔宾(Н． В．
Турбин)的《遗传学及选种原理》(Генетика с Oсновами Cелекции)等俄文教材，首先编写
出了讲授“达尔文主义”和“米丘林遗传学”课程的讲稿。
当时(1953 ～ 1956 年)的四川大学，由于从事遗传学教学的专业教师不多，生物系和
农艺系任教遗传学课程的教师曾经合为一个教研组进行有关的教学研究活动，组长是杨
允奎教授。农学院的颜济先生和我曾经承担了农学院和生物系的“达尔文主义”课程的
教学。
冯:您在执教“达尔文主义”和“米丘林遗传学”课程中，需要大量查阅相关的学术期
刊吧?
罗:是的。为了把这两门课讲好，我时常到学校的图书馆查阅和摘抄主要来自苏联的
一些学术期刊上的重要文献和有关教学资料。
记得是 1954 年 5 月的某一天，我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中翻阅到一份最新出版的
前苏联 Ботан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植物学杂志》)1954 年第 2 期，发现该期杂志上刊载
了一篇题为“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ее Дальнейшие Задачи”的重要文章。经过认真、仔细地阅读以后，我感觉到这篇文
章的学术观点很有新意，深受启发。该文中提出的许多有关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
学术观点，都是当时已经开出的“达尔文主义”和“米丘林遗传学”等课程中所没有的
新资料。
恰逢当时，我即将讲授苏联李森科的“科学中关于种的新见解”的内容，觉得很有必
要把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新观点介绍给学生，以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这样，我便集中精力，
加班加点，把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俄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当时，《译文》的题目我翻译
成“关于种及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的一些总结及其今后的任务”。
译稿完成后，我便交到学校的教材科，请他们及时刻写油印成教学参考资料，以方便
教学之用。待油印资料出来后，我便首先发给正在学习“达尔文主义”课程的大班学生
(该大班既有生物系的学生，也有农学院两个专业的学生) ，作为他们重要的学习参考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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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讲习班由中央农业部主办，多位前苏联专家主讲相关课程，伊万诺夫主讲“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
学”。参见参考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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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几天，当时担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杨开渠教授，看到了发给学生作为教学参考
资料的《译文》后，非常高兴，甚为赞赏。他认为非常有必要将《译文》进一步介绍给其他
教师和学习相关课程的学生。之后，杨开渠先生又找到我，在了解了《译文》翻译的有关
情况后，便建议迅速把《译文》的油印稿改版为铅印稿，以扩大内部交流，提供给四川大学
整个农学院和生物系的全体学生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料使用。
是年 10 月，在杨开渠院长和生物系雍克昌主任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下，我增写了
一小段说明文字作为铅印资料的引言。引言共分 3 段，其主要内容是:“在这篇文件中初
步总结了一年来苏联科学界关于种及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从思想内容、事实根据及实践
价值等方面批判了李森科院士关于种的‘新学说’，并指出这次讨论的今后的任务。从这
篇文件里，我们不仅可以学习许多新的知识，而且也可以学习苏联科学界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精神和对于科学的态度。”
然后，学校有关部门仍然以“关于种及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的一些总结及其今后的
任务”为标题，把该篇《译文》铅印成大 32 开本(图 2①) ，并注明为“四川大学内部教学参
考文件”，供教学和学习达尔文主义课程作重要的参考资料。
冯:那您又是怎么想到将《译文》投稿到《科学通报》的呢?
图 2 1954 年 10 月四川大学铅印的《译文》封面(左)、说明(中)和正文首页(右)书影
罗:《译文》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发放给学生阅读学习后，的确开拓了部分学生的视野。
当时四川大学的一些教师读了这篇油印稿的《译文》后，觉得很有学术上的研讨价值，建
议并鼓励我主动投稿发表，以便使我国科学界更多的同仁能够了解到当时苏联科学界关
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最新动态。
也就在这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个《科学通报》聘请我为通讯员的通知，心里正想着作
为一个青年教师得到这样的信任，应该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由此，在学校领导和同事们
的鼓励与支持下，我便将《译文》的油印稿作了再次审读，作了个别文字的勘误后，仍以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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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54 年 10 月四川大学铅印的《译文》与此前的油印稿内容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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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关于种及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的一些总结及其今后的任务”的《译文》稿件，于 6 月
下旬大胆地将油印稿件邮寄给《科学通报》编辑部。
张钫(以下简称“张”):最近，我在《出版史料》上查找到罗见龙先生①的一篇随笔《我
怎样当了编辑》，作者在该文中写有这样一段话:“苏联《植物学杂志》1954 第 2 期上，刊
载了杂志编辑部发表的《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一文。
对一年多来极其激烈的争论，初步作了结论。这篇文章，我约请了一位译者译了，又一译
者自己投来译稿，我决定取各译稿之长，合成一篇，以两人的名义发表。”［6］
请问罗老师:您是其中的哪一位译者?
罗:我肯定是自己投稿的译者。当时我并不知道罗见龙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
当编辑。在哈工大俄语班学习时，罗见龙和我曾是同班同学，但结业后只知道他好像去沈
阳哪个单位工作了。
冯:罗老师，《科学通报》1954 年 12 月号刊发的《译文》和您自己投稿的《译文》相比
较，有哪些重要的修稿变化?
罗:前面我已经提到，我投稿的《译文》题目是“关于种及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的一些
总结及其今后的任务”，而《科学通报》刊发出来的《译文》题目是“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
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里主要有两个词语的译法有所不同。
俄文“итоги”一词在许多情况下译成“总结”，也有人译成“结论”。我翻译成的是
“总结”，但《科学通报》的编辑在合稿时，采用的是“结论”这种译法。还有，俄文中的
“Ботан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我投稿的《译文》中翻译成“植物学杂志”。1954 年 12 月号的
《科学通报》在刊出该《译文》时，改译成了“植物学期刊”。
此外，在我自己投稿的《译文》中，我曾经把现在定名为“多倍体”的这个名词，翻译成
“多元体”，《科学通报》编辑部在发稿时仍然采用了我的这一译法。
2 《译文》发表后多次被全文转载，并在科学界引起重要反响
冯:《译文》在《科学通报》刊出后，曾经被国内哪些学术期刊转载或收录?
罗:首先是新华出版社在出版的《新华月报》1955 年第 2 期(1955 年 2 月 1 日出版)中，
及时进行了全文原版的转载。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在《科学通报》发表的《译文》中分散标注
的 6个脚注，《新华月报》转载时，以序列编号①②③④⑤⑥全部附在《译文》的最后［7］。
1955 年 6 月，该《译文》被正式收录到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译丛”《关于物种与物
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第五集中》［8］。
在该论文集中，《科学通报》刊载的《译文》中的“植物学期刊”，又被改成了我投稿
《译文》中的“植物学杂志”。现在看来，“Журнал”译为“杂志”，似乎更为通用一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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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见龙，1926 年生，湖南湘潭人。1951 年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1953 年从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调中国科学院
编译局从事编译工作，1954 年调科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20 世纪 50 年代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翻译
室组织的以“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为题，将苏联“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的系列文章编译
介绍给国内科学界(1954 年到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共 21 集)的工作。罗见龙为罗鹏、余名仑
《译文》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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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多倍体”的这个名词的译法，仍然采用的是我翻译的“多元体”。
张:我在最近查阅有关文献时，还发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自然科学哲学
资料选辑第 1 辑·上》中，也收录了该篇《译文》，其中也译作“植物学杂志”［9］。
冯:《译文》发表后，在你以后的教学中，还使用它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吗?
罗:记得《译文》发表以后，我们便不再使用由四川大学自己铅印的内部资料，而是将
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译文》，直接翻印发送给学生，供他们学习“达尔文主义”等课程
时作为重要的参考读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冯:罗老师，现在请您着重谈谈《译文》在 1954 年 12 月号的《科学通报》刊出后，曾经
在科学界引起怎样一些重要的反响?
罗:《译文》的发表、转载与收录结集出版，首次将前苏联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问题讨
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许多前苏联生物学家对“李森科的物种理论”进行的全面、系统的
批判(包括事实依据、科学理论和实践价值等方面) ，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给我国科学
界，因此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科学通报》、《生物学通报》、《遗传学集刊》、《山东大
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在 1955 ～ 1957 年刊载的多篇有关物种问题讨论的系列文章中，都曾
引用了该篇译文①。
张:查阅《竺可桢日记》，也发现有对《科学通报》刊发那篇《译文》的记录:“晚阅《科
学通报》12 期《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译苏联《植物学期刊》)。这
是在 1952 年最后一期《植物学期刊》中，Н． Д． 伊万诺夫和 H． B．杜尔宾开始批评李森科
‘关于种的新学说’。批评了否定种内有竞争及变种为种的开始的意义，批评否定逐渐地
选择和累积对于种有利的遗传性变异，批评了种间和属间不能杂交，否定李森科的微粒的
观念(李森科主张一个种的体内可以孕育另一个种的微粒的观念) ，也批评了杂草是由作
物产生的。”［10］
2. 1 《译文》发表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冯:下面请您谈谈《译文》发表后，对 1956 年 8 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有什么影响?
罗:好!1956 年 8 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中国遗传学发展史上的一个
重大转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与当时苏联科学界批判“李森科的物种理论”有
一定的关系。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开幕式上，会议主持人童第周先生曾谈到:“目前
在大学中对遗传学的教学大家感觉非常困难，过去摩尔根学说被批判了，不敢介绍，现
在李森科学说也被批判了，更觉得无所适从。究竟遗传学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希望大
家座谈一下，有了个统一意见，可以建议高教部和教育部考虑采纳。”当时参加遗传学
座谈会的一些科学家在会上所作的发言中，也曾谈到苏联科学界对“李森科的物种理
论”提出的批评［11］。
你们可再读读 1957 年科学出版社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的《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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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生物学通报》1955 年 1 月号第 18 页陈兆驹、陈瑞清《目前在物种形成问题上的争论》一文中的结语段;
1955年 6 月号第 7 页谢孔《米丘林生物学关于种与种形成的学说》一文中的注［1］;1955 年 6 月号第 14 页姚
仁杰、董森美《关于种内斗争和互助》文中的注［10］;1957 年 5 月号第 46 页姚仁杰《关于物种的定义》一文中
的参考文献［10］;《山东大学学报》1955 年第 5 期方宗熙《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的问题》一文，等等。
中 国 科 技 史 杂 志 35 卷
录》［12］或 198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1］一书，查找
一下相关的史料。
冯:我已仔细研读了该书，的确从中可以看到我国一些科学家对当时“李森科物种理
论”所持有的态度。更明显的是，作为《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书的附录，
是黄青禾当年编写的《1935———1956 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一文，该文也曾引用了
《科学通报》1954 年 12 月号《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之
译文中的有关内容( ［11］，404 页)。
罗: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通报》的《译文》和其它有关物种讨论的背景材料，对 1956
年 8 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2. 2《译文》发表与鲍文奎的多倍体育种
冯:罗老师，接下来你能给我们谈谈《译文》的发表，与鲍文奎先生的多倍体育种有什
么样的联系吗?
罗:好的!那是在 1955 年 4 月，我受四川大学领导安排，曾专门到四川省农科院去
请教有关筹建植物温室的问题，凑巧在农科院作物所的温室门口见到了鲍文奎先生。
当时鲍文奎先生因为搞多倍体育种已经受到批判，被强行停止研究下放到该温室参加
工作。我向鲍文奎先生请教筹建温室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他立即耐心作了解答。随
后，他对我说道:“我看到了你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
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那篇译文，《译文》中关于多倍体问题所下的结论，给我的印象
很深刻。”
1983 年，我作为中国遗传学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参加第十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
归国途中在泰国转机作稍事休息时，曾陪同鲍文奎先生到附近市场去购买水稻品质育
种需要的泰米。途中，他再一次提到了当年《科学通报》发表的那篇《译文》，谈到《译
文》中关于多倍体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对他坚定多倍体育种的研究，有比较大
的影响。
张:我在鲍文奎与严育瑞合著的《禾谷类作物的同源多倍体和双二倍体》［13］之论著的
绪言首段中，已经查找到该论著引用《科学通报》刊载的《译文》中的有关论述:“多倍体现
象可以引起形态学与生理学上的巨大变异。……”( ［3］，29 页)该绪言中还有:“由此苏
联的植物学家已明确地指出了关于多倍体作用的研究不但在理论上有其重要的意义，并
在农业实践上也将起重要的作用。”该论著参考文献(5)即《科学通报》1954 年 12 月号之
《译文》。
2. 3 《译文》的发表与胡先骕的《植物分类学简编》
冯:前段时间，我读到龚育之先生《回忆中宣部科学处》的一篇文章，该文在谈到胡先
骕的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话:“……他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批评了李森科。并不是
他独自批评了李森科，当时苏联已经开始批评了，既然苏联都开禁了，他也可以批评。”此
句话的脚注中也提及您之前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那篇《译文》［14］。
下面想请您专门谈谈，《科学通报》发表的这篇《译文》与胡先骕编著的《植物分类学
简编》一书，究竟有什么联系?
罗:实际上，《译文》发表后，当时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 1955 ～ 1956 年曾经影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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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的“胡先骕事件”。
1955 年 6 月，我因为连续几年的熬夜学习、备课和教学辅导而积劳成疾，在带领学生
上峨眉山野外实习后突然咳血不止，经诊断患了肺结核。在医生指导下，我在病床上卧床
治疗了一年多，直到 1956 年 8 月有所康复才继续上班。因此，对于当时发生的“胡先骕事
件”不甚清楚。
后来我才知道，胡先骕先生是应他的门人和朋友四川大学方文培教授和西南大学戴
蕃瑨教授之联名函请，编写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在该书中，胡先骕先生对李森科
“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提出了批评，并引用了《科学通报》发表的《译文》中的一些学
术观点［15］，由此使胡先骕遭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
胡先骕先生是中国植物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两度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他因在
植物分类学的教学和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而享誉学术界，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的
老祖宗”，很了不起。1963 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国植物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曾
陪同方文培教授前往胡先骕先生家专程拜望过他。
冯:我们在查证有关资料时发现，胡先骕先生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 年版)
一书的第 343 页中，谈及前苏联《植物学期刊》该篇论文时，有 5 处与 1954 年 12 月号《科
学通报》上那篇《译文》在语句上是完全一致的，请您能具体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早注意到了，并且反复阅读对证了相关的语句。有
两点我们可以提出来研讨:
第一点是，胡先骕先生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的“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
第三节《分类的方案与范畴》中写道: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根据这大量的资料与论据
发表了一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 ［15］，343 页)。
该书此处的“植物学期刊”和“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之
语句，与《科学通报》中《译文》中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点是，我将该书“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第三节《分类的方案与范畴》中，
用双引号作了标记的 5 处语句( ［15］，343 页) ，与《科学通报》刊载的《译文》中的有关段
落和语句，做了一个对应比较，发现是完全一致的。具体内容可列述如下:
①这篇论文认为“李森科观点的拥护者犯错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材料的局限，
以及没有利用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极其不同并且相当具体的知识……。”( ［3］，28 页)
② “……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 ［3］，28
页)
③他们“否认唯物主义的解释进化过程。”( ［3］，30 页)
④他们的“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与米丘林关于进化过程中环境的作用的观念，以
及系统发育的规律性的观念相矛盾，使选种和植物栽培学的工作根本没有前途。”( ［3］，
33 页)
⑤“李森科忽视了祖国和外国研究者的已有的一切经验，显示出他以不可容忍的虚
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像分类学这样的生物学部门”( ［3］，34 页)。
张:我也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查证，并做成了下列的对应关系图(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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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 年版)343(左)页与《科学通报》
1954 年 12 月号《译文》(右)的对应比较
罗:这样看来，在《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 年版)一书出版之前，胡先骕先生是否已
经阅读到了《科学通报》1954 年 12 月号发表的《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
其今后的任务》之译文呢?
冯:就这个问题，我也进行过一番思考，并与胡宗刚①先生进行过研讨。在多次的文
献查证和访谈中，最近从开封大学关立言教授那里，得到了一个与胡先骕先生编著的《植
物分类学简编》(1955 年版)第 343 页中“批评李森科的话”相关的信息②。
罗:那你们还可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追踪调研。
07
①
②
胡宗刚(1962 ～)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副研究馆员，著有《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等
专著。
冯永康从 2013 年 8 月 10、12、28 日、9 月 10、13 日 5 次电话访谈开封大学关立言教授和 2013 年 9 月 19 日关
立言教授的亲笔复信中，获悉到这一重要信息:关立言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1956 ～ 1958 年的春节都去秉志
先生(关立言的表姑父)家拜年。记得是 1957 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关立言去秉志先生家，一进门就看见桌子
上摆放着胡先骕先生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他在与秉志先生寒暄之后，话题很自然就转到胡先骕
先生的这本书上。秉志先生当时谈到:“其实这件事(指批判胡先骕)本不该发生。批评李森科的话在审稿
之前并没有。1954 年末或者是 1955 年初，《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在审稿通过发排之前，胡先骕要求拿回去
再看看。这一看，他老先生就不知又加了点什么东西。”成骥所撰《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去向》一文中也
有:据开封大学关立言教授回忆:他曾听秉志院士亲口谈到，这一段话在审稿之前并没有，审稿通过之后，“他
(指胡)老先生一高兴，就加上了一些惹祸的话……”［16］
1 期 冯永康等:国内首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译文的回忆———罗鹏教授访谈录
冯: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研讨过程中，我从胡先骕先生于 1958 年按组织要求坦诚
写出的《交心》材料里，看到了他写的“二十九个不满意”［17］。其中的第二十五个不满意
是:“我对于米丘林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于我的攻击不满意，尤其是在 1954 年的《科学
通报》刊布了苏联植物学会对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总结以后。”
胡先骕先生写的第二十五个不满意，我们可不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他引用
《科学通报》1954 年 12 月号之《译文》的这一事实呢?
罗: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冯:我还专门查阅了 1958 年经增删改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排出版的胡先骕先生
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原来在 1955 版第 342 页第 5 自然段与第 343 页第四自然段之
间，那 4 段批评李森科的文字，已经被删除掉了［18］。
3 《译文》刊载后引起的不同争论
冯:罗老师，当时的《科学通报》、《生物学通报》、《遗传学集刊》等期刊，在继续不断
地刊登有关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文章时，其中也不乏有与您那篇《译文》中的学术观点不
一样的另一种声音吧?
罗:我记得较清楚一位署名为萧星的作者，在《生物学通报》上发表了《对于〈物种与
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的意见》(1955 年 12 号)一文，该文章认为，由于 1954 年 12 期的
《科学通报》上刊登了苏联《植物学杂志》编辑部的《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
及其今后的任务》一文，这样就使得我国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以为李森科的学说是错误的，
……。这些不正确的看法，大大地妨碍了米丘林生物科学在我国的正常传播与发展。
张:我后来还查找到一个叫钟明的作者在《科学通报》上的文章:《我们怎样对待学术
讨论?》(1955 年 4 号)。该文中写道:“1954 年 12 月号的《科学通报》至此也发表了苏联
《植物学期刊》编辑部的论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
于是更加促成了并且巩固了这样一种印象:李森科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方面的见解已经完
全被否定了。……作为中国科学院的机关报《科学通报》以前一直没有发表有这项讨论的
文章，而在去年 12月号却突然发表了苏联《植物学期刊》的那篇自称为是结论的文章。是不
是表示《科学通报》也同意《植物学期刊》的看法，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下结论了呢?”
冯:钟明文章对《科学通报》编辑部提出的批评，使编辑部在同一期的“编者按”中不
得不作了回复:“我们在去年 12 月号发表苏联《植物学期刊》上那篇编辑部的论文，是因
为它比较全面地表示了争论一方的意见，并不是说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了定论。的确，当初
我们是应该加一个编者按来说明这一点的。”
罗:你们还可查查《遗传学集刊》，好像也刊载了这方面的批评文章。
冯:我已经查到，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遗传学集刊》在 1956 年第 1 号上刊载了米景
九先生的《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一文。该文在结语部分写道:必须指出，由
于我国的科学界没有及早全面介绍这一争论的情况，而仅仅介绍了植物学杂志关于这一
问题的若干结论，因而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怀疑，有人说:李森科的物种形成看法完全被
推翻了;有人说:李森科的阶段发育学说，遗传性及其变异性的学说也有了问题;好像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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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米丘林生物科学都有了问题似的;有的人甚至于说要像批评胡适一样来批评李森科，这
当然都是极大误解［19］。
罗:在当时我国“全盘学习苏联”的态势下，有的领导部门尚不完全知道发生在苏联
科学界开展的学术批判，还停留在贯彻 1952 年 6 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坚持生物科学
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精神状态。诚如龚育之先生在《回忆中宣部科学处》一文中所说
的那样:“当时的苏联批评李森科是一个趋势，拥护李森科却是个更强的趋势。”( ［14］，
222 页)就当时我国的科学界来说，对“李森科物种理论”的认同者也占有主流地位。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作为《科学通报》1954 年 12 月号发表的《物种与物种形成问
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之译文的第一译者，当时也的的确确感受到了上述
批评者所提出的责难。
致 谢 在多次访谈过程中，受访人罗鹏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心指导，并对访谈
录初稿进行了专门审读，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关立言教授、胡宗刚先生提供了一些资
料的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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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 冯永康等:国内首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译文的回忆———罗鹏教授访谈录
Ｒecalling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riticism of
“Lysenko's Species Theory”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Luo Peng
Ｒecorded and emended by FENG Yongkang，
(Mianyang No． 1 Middle School，Mianyang Sichuan 621000，China)
ZHANG Fa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CA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Some conclusions about the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species
and speciation and its further task”was published in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on December，1954．
Professor Luo Peng，the lead translator of this translation looks back the background，process and re-
print of this translation，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science community in the 1950s． In parti-
cular，Professor Luo provides some important facts，which can prove a pos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translation and Abridged course in systematic botany，written by Hsen-hsu Hu．
Key words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speciation，Luo Peng，translation，Qingdao genetics
Symposium，Bao Wenkui，Hu Hsen-hsu
37
